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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综合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这些基本要

素, 他试图用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标准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工具来剖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 并探索实现

理想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途径。这一事业的价值实际上是启蒙。他从现代人的不安全感处境出发, 深刻分析了威权

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病理机制, 进而提出了基于人本主义原则的社会改革方案。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

析的理论和实践对于 21 世纪人类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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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启蒙的时代, 但不是已经启蒙的时代。 

——康德(康德, 1784/2014; 盖伊, 1995/2019, p.31) 

 

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是 20

世纪的学者 , 他始终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 那就

是：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由于他对现代社会和现

代人的热切关怀、深邃的洞察力和热情洋溢的文风, 

所以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他的著作在西

方社会广泛传播, 在中国也拥有众多读者。因而无

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弗洛姆都是一位知名度相当

高、而且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相当大的人物。

弗洛姆的思想背景十分庞杂, 他千方百计地把不同

的思想捏在一起, 对它们进行创造性加工, 形成一

种新思想。对其产生最大直接影响的思想家是马克

思和弗洛伊德, 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学。这两种学说好像互不相

干, 但弗洛姆从中提炼出一些核心的元素, 它们其

实是欧洲文化的基本材料(弗洛姆 , 1986/1987, 王

建朗, 胡晓春 译, p.153, 171)：理性主义、人本主

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是

相伴而生的, 二者都是批判和改造现存社会文化的

武器和原则, 救世主义则是目的和归宿。它们又源

自犹太―基督教和启蒙运动(郭永玉, 1993)。弗洛姆

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 都受到近代德国

及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

巨大差异。弗洛姆用这些基本材料并借助精神分析

的心理病理学进行创造性加工所得出的综合物就

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种学说所持的价值理想就是理性主义和人

本主义, 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用这种理想的标准来剖

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 并探索实现理想的途

径。这个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17、18 世纪的启

蒙学者, 因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正是理性主义和

人本主义(邓晓芒, 2003)。为什么到了 20 世纪, 弗

洛姆还要重拾旧业？这是因为启蒙运动过去了, 但

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启蒙的本意和目标, 也就

是人的潜能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是永无止境的。况且, 

20 世纪的人类世界偏离启蒙理想的事件和现象太

多、危机太深重、教训太深刻了。即使到了 21 世

纪的今天, 我们重温弗洛姆的思想, 不仅没有感到

过时, 有时反而更强烈地感到其现实针对性。以下

论述是作为 20 世纪启蒙学者的弗洛姆的理论对于

21 世纪仍然重要的几个主题。 

1  现代人的不安全感 

弗 洛 姆 理 论 的 一 个 核 心 概 念 是 个 体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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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ization), 就是说无论个体成长还是社会

发展, 总趋势都是个人独立性和力量感的增强。但

这一过程还包含另一面, 就是人与自然、与他人、

与自己的关系日益疏远, 因而越来越孤独。为了克

服孤独, 人又产生了一种回归和倒退的倾向。所以

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

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 

离开束缚走向自由; 另一种是回到子宫, 回到自然, 

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 (Fromm, 1955, p.33; 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 译, p.25)。前行还是退行, 要自

由还是要安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悖论(弗洛姆 , 

1947/1988, 孙依依 译, p.57)。人在精神上始终被这

两种相反的倾向和力量折磨着。 

弗洛姆认为, 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

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

辈那里继承下来, 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 竞

争也不激烈。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

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

体的一员。这样的社会限制了个人的自由, 却给人

带来安全感。其实, 这里所说的“个人”, 是从现在

的眼光看的。古代人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人”, 

也不把他人看作“个人” (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 

译, p.63)。自己和他人都是某群体的一员或一部分。 

到了现代社会, 人类逐步征服了大自然, 人在

统治自然的能力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人

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世界, 这

一世界矗立在大自然之上, 人生活于这一世界之中

而与大自然越来越疏远。人建造了高楼、开设了工

厂、发明了汽车以及各种工业品。但是这些人所制

造的东西却反过来主宰了人。因为这些东西不受人

的意志控制, 而受经济规律控制。人用自己的双手

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 (弗洛姆 , 1941/ 

1987, 陈学明 译, p.159)。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 弗洛姆认为, 传统社会

那种坦率的、富于人情味的关系越来越少见, 取而

代之的是相互利用和相互操纵。市场规律也统治着

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很显然, 竞争对手之

间的关系必然建立在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漠视或敌

对的基础上 , 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将对方置于死

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冷漠和敌对, 

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他们彼此间互相利用。

商人和顾客的关系也不例外, 在商人眼里, 顾客只

是被操纵的对象, 商人只关心赚钱, 对于顾客的需

要能否得到满足这一问题不感兴趣。不仅在经济活

动中, 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 人与人的关系实

质上都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弗洛姆 , 1941/1987, 

陈学明 译, p.161)。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会

把自己也当作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体力, 商人、

医生和职员则出卖“人格”。就是说要使自己在劳动

力市场(中国人常说“人才市场”)上取得成功, 自己

就必须具备一些人格特征, 如精力充沛、有能力、

有创新精神、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等等。像其他商品

一样, 是市场在决定着这些人格特征的价值。假如

某人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不被市场所接受, 那他就会

一无所有。如同一件卖不出去的商品, 虽然有使用

价值, 但没有交换价值, 就分文不值(弗洛姆, 1955/ 

1988, 欧阳谦 译, pp.143–144)。 

20 世纪以来,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上述趋势愈演愈烈, 同时发展出新的特征。弗洛姆

也将其笔墨更多地放在其同时代。此时, 传统的束

缚越来越少了, 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但他取

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因为资本高度

集中, 社会的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本, 他们操

纵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命运。广大的中产阶级成员

受到威力无穷的垄断资本的威胁, 在庞大的垄断巨

人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白领工人的人数随着企业

的大型化而不断增加, 他们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创造

性, 也有发挥聪明才智获得成功的机会, 但他从事

的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他只是企业这台大机器上

的一个零件, 这台机器迫使他跟着运转, 但他不能

控制这台机器。大型企业那威力无穷的力量也使工

人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工的现

代化大企业中, 工人们很可能从未见过老板, 即使

他知道老板是谁, 老板也不大可能认识他。老板在

他的心目中只具有抽象的特性, 只是一个间接与他

发生联系的无形权力。在这种无形的权力面前, 一

个工人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现代人的无足轻重之

感与作为一名顾客的感受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

一名顾客到现代化的商场去买东西, “他会被气派

十足的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不胜数的营业员

弄得晕头转向 , 面对着这一切他马上会自惭形秽 , 

一种自我渺小感油然而生。他区区一人, 对偌大的

百货商场而言太微不足道了” (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 译, pp. 166–171)。 

2  现代人应对不安全处境的心理策略 

因此资本主义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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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束缚, 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增加了, 但人的孤独

无助、渺小无能、不安全、无意义等消极情感也增

强了。人在这种矛盾处境中会有哪些心理与行为反

应？这个问题是弗洛姆心理学的核心部分。弗洛姆

曾经深入分析了现代人试图通过信奉威权主义、民

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策略来缓解甚至消除上述消

极情感, 这些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到今天甚至愈演

愈烈 , 这让我们深感弗洛姆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

性。其后的一些研究者对弗洛姆心理学中的有关主题

进行了实证研究, 这些研究一方面受到弗洛姆的理

论启发, 另一方面为弗洛姆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2.1  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一个多学科的社

会科学概念。在心理学中, 它是指一种性格或人格, 

体现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威权主义性格的主要特

征反映在个人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仰慕权

威, 愿意屈从于权威; 另一方面又渴望自己成为权

威, 迫使他人屈从于自己。权威(authority)是指某种

人与人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一个人被视为是至

高无上的。权威的本质在于权力(power)。只要手握

权力(无论这权是属于个人还是属于组织), 就会自

动地引起别人的爱慕、倾倒, 无权的人也就自动地

受到别人的轻视。威权主义性格既崇尚权威, 又蔑

视权威, 既屈从, 又反抗, 二者似乎相反, 其实是

完全一致的(弗洛姆, 1941/ 1987, 陈学明 译, pp. 

223–224, 228)。屈从和反抗都是为了争夺权力, 为

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屈从和反抗一样, 都出于对权

力的依赖、崇拜和追求。 

威权主义性格的矛盾性可以用心理病理学的

施虐和受虐概念来加以揭示。受虐倾向的人深感自

卑、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

明 译, p.188), 通过使自己屈从于某种强大的、具

有永恒价值的外在势力(教会、家族、国家、组织

等), 并使自己成为这个势力的一部分 , 以克服自

我的弱小和孤单以及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带来的不

安全感。因而对具有威权主义性格的人来说, 服从

是最高的天职。在强调威权主义文化的社会里, 往

往有现成的“理论”来为这种性格倾向做出“合理的”

解释, 如宗教(政党)领袖、帝王往往被视为正义、

理想、天意或民族精神的化身。施虐是与受虐相对

立的倾向, 它有三种类型(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

明 译, p.191)：一是强迫他人依赖自己, 把他人当

工具使用; 二是不只是统治他人, 而且还榨取别人

的物质、情感和智慧; 三是看到他人痛苦就幸灾乐

祸,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受虐与施虐虽是对立的两极, 但这两种倾向往

往不可分割, 因为二者有共同的根源, 即个人的渺

小、孤独和不安全感; 还有共同的基础, 即相互依

赖 , 谁 也 离 不 开 谁 。 这 种 现 象 叫 做 “ 共 生

(symbiosis)”, 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与外在的任

何其它力量)以这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双方都使

对方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 一方离开了另一方就不

能独立存在。所不同的是受虐者通过受压迫来获得

安全, 施虐者则通过压迫别人来寻求安全(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 译, p.209)。由于施虐与受虐具

有共同的根源和基础,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两种倾

向往往可以存在于同一人身上。集这两种倾向于一

身的人见到强者就退缩, 见到弱者就欺负; 在权力

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媚, 在权力小的人面前

就不由自主地逞强(弗洛姆, 1941/1987, 陈学明 译, 

p.228)。世界是由有权者和无权者、高贵者和卑贱

者这种对立的两极所构成的。人要么统治他人, 要

么被他人统治, 别无他择。弗洛姆就是通过“施虐−

受 虐 性 格 (sado-masochistic character)” (Fromm, 

1941, p.164)来揭示威权主义性格的心理病理机制

的。这种病理机制的实质是个体独立性的发展受到

压制, 并使人的未成年状态的依附关系不仅不能得

到克服, 反而得到鼓励。 

后来的研究者受到这些理论观点的启发, 开展

了相关实证研究。如对于威胁与威权主义, 弗洛姆

(Fromm, 1941)曾提出经典假设 , 即在威胁的情况

下 , 以威权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

Manzi 等人(2017)的研究从这一假设出发, 整合了

先前的研究者对该假设的研究证据, 进而考察了威

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他们在研究中首先测量了参与

者的家长自主支持水平, 接着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

对参与者感知到的社会威胁进行操纵, 并进行了操

纵检验, 最后测量了参与者的威权主义。结果发现, 

对于报告了较低水平的父母对自身自主性支持的

参与者, 当他们感知到较高水平的社会威胁时, 会

倾向于使用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 即倾向于支持权

威、维护权威, 而报告了较高水平家长自主支持的

参与者往往不会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社会威胁。

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弗洛姆(Fromm, 1941)的观点：

以威权化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 

从世界历史的潮流看, 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和

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它不是现代

的, 更像是传统社会的遗毒。但它一直没有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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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失, 有时还成为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

特征。这正是弗洛姆担忧并离开德国的原因, 也是

促使他写作《逃避自由》(1941)的动力。沿着弗洛

姆学术思想启发的方向, 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在不同

国家和社会的研究验证了弗洛姆理论的前瞻性。弗

洛姆(Fromm, 1936)曾提出, 权威是一种假性安全, 

可以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发挥缓冲作用。Decker

等人(2013)的研究以此为出发点, 结合社会科学质

化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 对面临经济危机的德国社

会中潜在的用以抵御繁荣消失后的疼痛的威权主

义倾向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 在经济衰退或

危机时期 , 经济繁荣对社会产生的凝聚作用丧失 , 

右翼极端主义态度在社会中凸显。又比如弗洛姆

(Fromm, 1941)曾将右翼威权主义界定为一种心理−

政治机制, 人们可以借助它来弥补对周围环境失去

的个人控制, 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威胁与威权主义

之间的联系。Manzi 等人(2015)在此基础上, 于意大

利开展了一项研究试图验证此观点, 他们通过材料

启动的方式操纵参与者的社会威胁感知, 而后测量

他们的控制感和威权主义。结果发现, 遭遇了外部

安全威胁的人体验到更低的控制感, 继而促使他们

去信奉权威、崇拜权力。这一研究再次验证了弗洛

姆(Fromm, 1941)关于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

的经典观点, 同时也发展了这一观点, 证明了控制

感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以及生活意义感的调节

作用。更大规模样本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支持, 

Roccato 等人(2014)利用 38 个欧洲国家的大规模调

查数据分析发现 , 在欧洲的一些高犯罪率的国家

(即处于高安全威胁环境中), 人们的威权主义倾向

会更可能引发其威权行为(如种族、政治与道德上

的 不 宽 容 ) 。 Miller (2017) 利 用 世 界 价 值 观 调 查

(World Values Survey, 简称 WVS)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 伴随社会威胁出现的, 是民众更强烈的威权

主义倾向, 经济发展状况糟糕(如高失业率、高通货

膨胀)国家的公民更有可能明确地反对民主政治体

制 , 并且更有可能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和政治强

人。弗洛姆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要真正从文

化心理上实现启蒙的理想, 其过程是多么艰难。因

为人性中前行与退行两种力量永远是并存的, 个体

化的两面性也是与人的存在并存的。 
2.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

科学概念。从心理学来看 , 它是对本民族的认同 , 

虽包含认知, 但更基于情感。情感是比认知更深层、

更原始的部分。因此它往往与母亲、家庭、家乡、

氏族、种族、国家、教会等有密切的联系, 起源于

对血缘和土地的依恋以及与此相关的童年经验。 

从弗洛姆心理学的视角理解民族主义, 就要从

人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入手。除了生理需要, 

人的基本需要都起源于人的处境, 特别是个体化的

困境, 也就是一方面走向自由和独立, 另一方面又

感到孤立无援和微不足道。在这种自由与不安全并

存的处境下, 人有 5 种基本需要：植根的需要、关

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

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有健康和不健康两种途径或

方式。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母爱、人之爱、创造、

自我认同和理性定向, 不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乱

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Fromm, 

1955, pp.35–66; 弗洛姆 , 1955/1988, 欧阳谦  译 , 

pp.26–64)。在具体的人身上, 决定一个人是健康还

是不健康取决于哪一面占优势。那些不健康的特征

更多地与民族主义相联系。 

植根 (rootedness)的需要是指人的成长意味着

与母亲和自然的分离 , 同时又有一种回到母亲怀

抱、回归大自然的需要。正如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

独立的人, 就要离开母亲, 但同时又深深地依恋母

亲。母亲象征着自然、大地、温暖。这种与母亲的

血缘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往往被延伸到

家庭、氏族、民族、国家以及教会, 个人依靠这些

组织, 感到它们是自己生存的根基。健全的人渴望

母爱又不为这种依恋所束缚。如果过于依恋母亲形

象, 受血缘、自然和土地的束缚, 独立性和力量感

得不到充分发展, 就陷入了乱伦的精神病态, 强烈

地依赖母亲形象, 这种依赖往往表现为融合了种族

或民族偶像崇拜的国家崇拜, 即排斥、敌视其他种

族或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乱伦形式(弗洛姆, 1955/ 1988, 欧阳谦 译, p.57)。 

关联(relatedness)的需要是指人为了克服孤独, 

就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人之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

步发展起来的与他人、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健康情

感。建立爱的关系意味着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完

整性的同时又与他人结为一体, 这是一种与他人共

享、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并使个人更坚强更幸福的状

态。如果没有建立起爱的关系, 似乎还停留在婴儿

状态, 总是像婴儿一样将他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

工具, 以自己为中心来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而不是

将他人视为值得尊重的与自己平等的独立的人, 这

就是自恋(narcissism)。所谓“巨婴”就是这种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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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只知道自己的需要, 他人和整个世界都是准备

好随时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 永远不能从对方的立

场去看问题。自恋是与爱相对立的另一种与他人关

联的方式。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 自恋也是

一种心理发展固着或停滞的表现, 停留或退回到婴

儿时代是获得安全感同时避免长大避免独立承担

责任的途径。它与乱伦一样也是人性中的一种原始

的力量, 而要发展起人之爱则需要成长的努力。几

乎每个人都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自恋, 在不太严重的

限度内是正常的。但严重的自恋可能导致自我毁灭, 

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一样。

如果个体自恋转变为对部落、民族、国家、宗教等

的集体自恋, 将自恋的能量用于这些群体的利益上, 

就既满足了个体自恋, 又避免了被孤立的危险。当

一个人说“我”如何聪明、善良、勤劳、勇敢、伟大, 

别人都如何愚蠢、恶毒、懒惰、怯懦、渺小时, 他

是令人生厌的。但他把“我”换成“我的国家(或民族、

人民、宗教和政治团体)”, 并对其他群体加以贬斥

时, 他就会受到拥护(弗洛姆, 1964/1988, 都本伟, 

赵桂琴 译, p.69)。一个有天赋的自恋者, 往往就这

样成了一个领袖 , 但这一结果仅仅对其个人有利 , 

并不会对群体内其他成员有益。后来的研究者直接

引用了弗洛姆关于集体自恋的论述(Fromm, 1973, 

1980), 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 , 发现集体自恋对于

内外群体均会产生消极后果。如 Cichocka 和 Cislak 

(2020)引用了弗洛姆(Fromm, 1973)关于集体自恋

的观点, 即集体自恋是创造一种理想化的群体, 旨

在弥补个人的缺点。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群际关系、

内群体关系三方面, 研究者例举大量实证研究阐述

了集体自恋的消极影响。在政治方面, 集体自恋与

对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的支持有关(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 Marchlewska et al., 2018), 

集体自恋者甚至愿意支持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伤

害他们内部团体的政策; 在群际关系方面, 集体自

恋与外群体威胁的夸大感知, 以及对此做出敌对反

应的倾向有关(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3), 这可能

导致个体对威胁的敏感性增加, 从而可以解释对外

群体阴谋论的信奉(Cichocka et al., 2016; Golec de 

Zavala & Federico, 2018); 在内群体关系方面, 集

体自恋者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积

极形象(Whitehouse, 2018), 他们往往会高估内群体

成员的英雄事迹以及内群体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贡

献(Putnam et al., 2018)。该文通过回顾大量的实证

研究证据证明源于弗洛姆的集体自恋在理解当前

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中的启发作用, 即集体自恋

是补偿性的, 既不服务于外群体成员, 也不服务于

内群体成员。相反, 集体通过提供一种基于群体的

自 我 提 高 策 略 来 满 足 自 恋 者 个 人 的 心 理 需 求

(Cichocka & Cislak, 2020)。 

超越(transcendence)的需要是指人作为一种生

物又要超越生物被动状态的需要。这种需要驱使人

去恋爱和生育, 去种植东西、生产物品、创造精神

产品。毁灭则是生产与创造得不到实现的表现, 也

是一种与生命成长方向相反的过程。人的毁灭冲动

往往表现为破坏性, 很可能导致更不利的后果, 所

以不得不将其压抑下去。等到终于有了正当的理由, 

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出于责任、良心、正义感, 是

为了民族、国家或崇高的教义, 那种被压抑的激情

就找到了正当的理由释放出来, 他会感到强烈的兴

奋、快乐, 甚至崇高和伟大。几乎所有的侵略战争

都是在民族、国家或神圣教义的旗帜下发起的。弗

洛姆还进一步从病理学上将这种倾向表述为恋尸

癖, 但主要不是在性变态的意义上, 而是从迷恋暴

力、鲜血、死亡、战争的意义上去分析这种人。这

种人与真正为真理或正义而牺牲的人的区别在于, 

后者是别无选择, 除了放弃正义或真理没有任何其

他活路; 前者则不同, 在这些人的观念中, 牺牲生

命本身就是最崇高的(弗洛姆, 1964/1988, 都本伟, 

赵桂琴 译, p.21–22)。基于以上分析, 如果一个民

族的社会心理结构中更多地包含毁灭、破坏和死亡

冲动, 而不是创造、建设和生命之爱, 那么特定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领袖就可能将其汇聚成一种危险

的民族主义灾难。 

认同(identity)的需要是指人在脱离母亲和自然

的“原始束缚”过程中, 形成了自我意识, 人需要认

识自己, 需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自我意识健

全发展的人能够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 并不断

增强自我的力量感。“我是我自己”。但人身上也有

相反的一面, 就是向家庭、氏族、民族、职业、阶

级、国家、宗教等认同, 与这些群体的成员保持一

致性或顺从性而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在民族认同

上, 弗洛姆是一个犹太人, 且因此受到纳粹迫害而

不得不流亡国外。他当然认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特

别是犹太传统文化, 青年时代还加入过犹太复国主

义组织, 但当他发现这种组织与他的理念相冲突后, 

就坚决放弃了任何犹太民族主义的抱负, 并且在以

后 的 年 代 里 他 还 积 极 为 巴 勒 斯 坦 人 争 取 权 益

(Thompson, 2009, p.6)。这与希特勒形成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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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成员自我意识得不到充分发

展, 也就是停留在童年时代, 不能将个人自由和独

立置于优先地位 , 而是集体性地认同自己的民族 , 

就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 

定向(a frame of orientation and devotion)的需

要是指人需要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 从而赋予生命

一种意义。定向即对意义的追求。人不能过一种生

物的自生自灭的无意义的生活。有的人能够客观地

认识世界、他人和自己, 因而他的目标是符合实际

的, 真有意义的, 即理性的。理性的发展需要教育

条件和自己的持续努力, 非理性则基于本能。所以

很多人的认识发展不能达到客观性, 他们相信某种

图腾动物的力量, 某种神的启示或自己种族、民族、

国家的优越性, 从而得到某种目标, 即非理性的目

标。当然人们会将不合理的目标解释为合理的, 但

这种合理是表面的, 实质是非理性的。政治领袖往

往把所发动的政治、军事行动解释为正义的、神圣

的、崇高的, 并将其与社会成员的非理性价值观相

结合, 就有可能将民众引向危险的方向, 导致政治

心理学中的“乌合之众”现象。民族主义就有这种危

险性。 

因此, 弗洛姆系统论证了民族主义是社会成员

心理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 

其成员的心理结构中充满着乱伦、自恋、毁灭、一

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这样一些停滞于童年或者

退行性的心理力量, 也就是人性中原始的、幼稚的、

无需努力就存在着的那些东西, 而独立、平等、创

造、自我意识和理性定向这样一些朝向成长的努力

向前的心理力量, 也就是启蒙精神所鼓励的人性的

力量, 是需要学习、努力和超越意识引导的力量。

当然在具体的人身上, 两种力量都是存在的。一个

人总体上朝向成长还是朝向退化, 取决于两种力量

何者占优势。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只有在

个人或社会成员朝向成长的力量占优势并且为了

保护民族成员免受奴役, 为了保护民族成员的个人

生命、自由、尊严的时候才是健康的和必要的。 

2.3  消费主义 

如果说弗洛姆对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

主要是基于他早年在欧洲的生活经验, 那么他对消

费主义(consumerism)不知疲倦地批评则主要是基

于他后半生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经济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尽可能生产和尽可

能消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现代

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

迷惑。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

足, 是一种与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 是借助

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社会

通过传媒和市场机制控制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生活

内容和内心世界, 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和消费。“世

界是我们欲求的对象, 是一个大苹果、一个大瓶子、

一个大乳房; 我们是一些只知吸吮的乳儿, 总是期

待着、渴求着……” (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 译, 

p. 167)。Ward 等人(2012)通过对来自澳大利亚不同

地区的 44 户家庭的主要负责采购食物的成员进行

了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发现, 为了推销而对食物提

供多种信息会破坏人们对其原本的认识, 并可能导

致有害健康的消费行为。消费者不断被信息轰炸, 

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吃什么, 只好听从广

告的推荐。这一研究结果与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描

述不谋而合。 

当人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水平, 要有更多

更好的食品、艺术作品和书籍时, 这样的消费需要

是合理的。但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

真正需要。本来, 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

幸福的生活, 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不断增

长的消费需求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与弗洛姆的

思想一致, 有学者指出, 消费在当今变成了一种狂

欢, 而狂欢式消费令我们变得冲动, 我们渴望立即

满足, 而不去关注这种行为潜在的负面后果(Passini, 

2013)。实证研究表明, 非理性消费行为带来的后果

之一便是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Bauer  

et al., 2012; Tsang et al., 2014)。这两项研究虽未直接

以弗洛姆关于消费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为理论基础, 

但其结果却恰恰反映了弗洛姆对消费主义负面后

果的担忧还没有过时。 

闲暇时间的娱乐也成为一种消费。这些娱乐活

动并没有在内心引起什么真正的反响, 没有对宇宙

人生的创造性感悟 , 没有什么审美的喜悦或崇高

感。一个带着相机四处游玩的“旅行者”, 只是忙于

拍照, 除了通过照相机镜头得到的印象, 他实际上

什么也没有看到。自动相机“操作简单到只需轻轻

一按”, 除此之外不用做什么, 也不需要知道什么。

照相机代替他观光, 他由“愉快”旅行得到的收获除

了照片, 什么体验、灵感也没有(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 译, p.138)。 

弗洛姆将人的生存方式区分为重占有(to have)的

生存方式和重存在(to be)的生存方式。前者关注的

是占有对象(包括物、人、精神)。我不是我自己,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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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所占有的对象所体现出的我。重存在的生存方

式则关注生命的存在本身, 以人的潜能(爱和理性)

的实现为生存的目的(弗洛姆, 1976/1988, 关山 译, 

pp.19–20)。每个人都有占有和存在两种倾向, 但不

同的人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不同。弗洛姆指出, 占有

与存在是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 是对于世界及自我

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重占有的生存方

式中,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的关系。重

占有不重存在是消费社会的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

里, 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权力和荣誉的追求。

表面上看, 占有与消费似乎是矛盾的, 占有意味着

保存旧的, 消费意味着替换新的。但在消费主义的

时代, 二者没有矛盾。因为消费时代的占有欲望具

有喜新厌旧的特点。占有一样东西很快会令人厌烦, 

因为很快市场上又推出了新的型号或款式, 占有的

欲望就会被新的产品所吸引。弗洛姆特别分析了当

时西方人对于汽车的这种消费主义态度, 人们一两

年换一台汽车是常见的现象。一个人之所以去买一

辆新车, 只因为旧车不新潮了(弗洛姆, 1976/1988, 

关山 译, p.78)。如果弗洛姆能活到今天, 不知他对

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会如何地痛心疾首！ 

要理解消费主义对人的影响, 我们需要了解市

场经济规律。物物交换本来是一种最古老的经济机

制。但传统的地方市场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有本质

的区别。传统的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以交换商品为目

的的机会。生产者和主顾们是互相熟悉的, 生产者

多少了解主顾的要求, 所以能按照主顾的具体要求

来生产。现代市场所反映的需要往往不是人的真正

需求 , 而是人们不断变化的“口味”, 而人们的“口

味”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除了追求“新奇”, 人的“口

味”几乎无规律可循, 而什么样的“新奇”能对得上

人们的“口味”则无法预知。因此, 现代市场上起决

定作用的往往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是“品

牌”而不是产品质量。 

这种市场机制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发

生着深刻的影响, 进而影响社会各阶层人的性格形

成。市场的价值观念, 即强调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

价值, 使人们对他人、尤其对自己也形成了类似的

价值观念。 作为性格特 征的市场倾 向 (marketing 

orientation)的本质就是把人当作商品并以交换价值

来衡量人的价值(弗洛姆 , 1947/1988, 孙依依  译 , 

p.79)。一个人即使有真才实学, 如果不善于推销自

己, 不能在市场上卖到好价钱, 那他的真才实学就

不能得到承认。一个人无论当教师还是当推销员, 

他都是那样一个人, 他的“使用价值”不会一夜之间

翻 10 倍。但他放弃当教师而去做推销员, 他的“交

换价值”即他的收入就可能在一夜之间翻 10 倍, 尽

管当推销员所发挥的才能可能比当教师时要少。 

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首先不是由他

所具有的人之特质所构成, 而是取决于瞬息万变的

竞争市场, 那他就不能确立自尊, 因为他不断地需

要他人的肯定。因而, 人们被无情地驱使着去为成

功而努力 , 任何挫折对其自尊都是一种严重的威

胁。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之感、不安全感、自卑

感 。 Saunders 和 Munro (2000) 开 发 了 Saunders 

Consumer Orientation Instrument (简称 SCOI)用以

测量 Fromm (1955)所提出的市场倾向的性格, 研究

发现, SCOI 水平越高的人, 其物质主义水平就越高, 

同时也预示着更高水平的抑郁。也有研究发现, 如

果一个人的自尊与消费能力挂钩, 自尊就变得商品

化。Isaksen 和 Roper (2012)对英国约 100 名青少年

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 揭示他们对于消费的态度和

感受, 尤其是对于时尚的消费。结果发现, 在这些

青少年群体中, 自尊已经被商品化, 未能跟上消费

趋势的个体就会感受到更高水平的社会排斥、来自

同伴的负面评价和更低水平的自尊。该研究虽未直

接提及弗洛姆的理论对其影响, 但其研究结果恰恰

能够证明消费主义对于青少年的消极影响, 与弗洛

姆关于市场性格的理论相一致。 

今天 , 我们需要更迫切地重视弗洛姆的观点 , 

因为在弗洛姆的时代, 消费主义只是被视为个人与

社会的问题, 它在当今则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 

因为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消费主义所主导的生活

方式被推销到世界各地, 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思潮

在当今世界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 (张文富 , 2012), 

过 度 的 “占 有 ”倾 向 正 在 威 胁 地 球 和 人 类 的 生 存

(Thompson, 2009, p.154)。Carrasco 和 Bilal (2016)

通过弗洛姆对“have”和“being”概念的区分(Fromm, 

1976)来理解当前研究者们为何热衷于研究社会资

本而非社会凝聚, 试图剖析这种倾向对公共健康的

影响。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与“have”有关, 而社会凝

聚与“being”有关 , 对社会资本的强调导致与社会

凝聚对立的倾向, 进而可能会伴随着公共健康水平

的下降(Kerrigan et al., 2015)。在中国, 伴随着改革

开放与全球化进程, 消费主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消费主义

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拉动了消费, 扩大了市

场, 客观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 消费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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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更值得警惕, 有学者认为, 消费主义在中

国具有三种危害, 分别是：(1)作为服务于资本逻辑

的附属性意识, 导致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

流行, 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鲍金, 2013; 

张文富, 2011); (2)形成大量浪费的消费模式, 给生

态 环 境 造 成 沉 重 负 担 (赵 玲 , 高 品 , 2018; 刘 敏 , 

2011); (3)过度崇尚消费自由, 构建一个消费自由的

乌托邦 , 成为所谓“阶级平等”的保护色 (余保刚 , 

2016; 马尔库塞, 1964/2008, 刘继 译)。从现实来看, 

大量的年轻人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扭

曲的价值观 , 错误地将消费能力等同于个人价值 , 

在无休止的消费中寻求价值的实现(林江, 李梦晗, 

2021)。令人感到忧虑的是, 科技的进步和移动新媒

体的发展为消费主义信息的即时传播提供了便利

条件(吴义周, 2017)。商家通过无形的网络监控为不

同消费群体量身定制的商品营销广告铺天盖地而

来(蔡昉, 2019; Zuboff, 2019), 大量年轻人抵抗不住

诱惑被怂恿去购买商品, 用无止境的消费来满足自

尊的需要、身份的认同, 最终背负上沉重的债务。 

3  弗洛姆的社会改革方案 

弗洛姆认为, 从古典时代、中世纪一直到 19

世纪的文学作品以及哲学、神学著作, 都力求说明

理想的人和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20 世纪这

类描述明显减少了, 而把重点放在对人和社会的批

判分析上。尽管这种批判分析是必要的, 而且它本

身蕴含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判断, 但由于没有正面

勾画出什么是理想的人和社会, 就动摇了人对自己

和未来的信念。因此, 弗洛姆在对现代社会和人进

行批判的同时, 总是明确指出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 

弗洛姆在对现代人的性格进行批判分析的同

时, 还提出了成熟、健康的性格倾向, 叫做生产性

倾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生产性是一种基本的

人生态度 , 是人在一切领域中对客体的反应方式 , 

包括对他人、对自己、对事物的心理反应方式, 它

关心人的理性和爱的潜能的实现。那些不成熟、不

健 康 的 性 格 倾 向 都 是 非 生 产 性 的 (nonproductive) 

(弗洛姆, 1947/1988, 孙依依 译, p.73)。生产性是个

体化的积极方面, 是前行的力量和过程; 非生产性

是个体化的消极面, 是退行的力量和过程。威权主

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都属于非生产性倾向。 

人虽然能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 但不健全的社

会造成了人的心理疾病, 这本身就是人性对病态社

会的一种反抗。一方面社会结构塑造了人, 另一方面

人性中又有一种力量反过来改造社会环境。因此, 

面对社会, 个人的两大使命是适应和改造, 这也是

心理健康的两大基本内涵。只讲适应不讲改造和只

讲改造不讲适应, 都是片面的。一般认为能适应现

实社会的人就是健康的人。按照这个逻辑, 那些成

功适应现实社会的人是健康的 , 但在弗洛姆看来 , 

“在异化世界的范畴中被看作是健康的人, 从人本

主义的观点看来, 可能是病入膏肓的人” (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 译, p.204)。而那些被异化社会

视为病态的人反而是健康的。当然, 弗洛姆这里是

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而言的, 而不是从心理病理学的

角度而言的。“病人最健康”是一种极端愤世嫉俗的

论断。较为完整的心理健康的概念是, 在一定适应的

基础上谋求成长和发展, 并增进自我与他人的生产

性潜能的充分实现。 

弗洛姆继承了人本主义传统——他认为这种

传统正是人性中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提

出了一套改革社会从而促进人的心理健康的理论。

弗洛姆理想中的健全社会是“人本主义的民主的社

会主义 (humanistic democratic socialism)”。这个社

会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 为克服

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弊端而建立的。弗洛姆认为

苏联和东欧社会体制的现实是, 庞大的官僚机构掌

控着国家的经济体系, 相应的官僚集团获取着最大

的经济收益, 在这个体制中个人只能绝对服从(弗

洛姆, 1963/1986, 张燕 译, pp.149–150)。以瑞典为

代表的“全面福利官僚主义” (弗洛姆 , 1976/1988, 

关山 译, p.188)也不符合弗洛姆的标准。他说：“马

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的人本主义社会, 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

的社会主义社会” (弗洛姆, 1963/1986, 张燕 译, p. 

149)。简言之, 健全社会的标准就是自由而又安全, 

充分个体化而又社群团结, 也就是克服了人的存在

悖论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 必须进行社会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各个领域的变革。只有当

经济和政治体制、精神和哲学方向、社会结构和文

化活动同时发生变革, 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心理健

康。只注重一个领域的变化而排除或忽略其他领域

的变化, 对整个变化而言是有害的。 

弗洛姆主张在经济上, 要保证每个人的收入水

平都达到能够维持人的尊严生活的起码程度, 即不

再用饥饿去迫使人们接受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的

劳动条件。人要生存下去, 必须拥有、保留、维护



第 2 期 郭永玉: 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 213 

 

和使用某些物品, 比如说身体、食品、住房、衣服

和工具, 这些都是为保证生活所必需的。但要避免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浪费, 要通过渐进的启

蒙教育来鼓励健康的消费(弗洛姆, 1976/ 1988, 关

山 译, p.187)。收入平等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值得

追求的, 但可以做到不用饥饿的经济威胁去迫使人

们接受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劳动条件或违心地屈从

于一个权威。要消除这样一种依附关系：不听话, 就

敲你的饭碗。同时, 那些有天赋、想建立一种崭新

生活方式的人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 只要他愿

意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只有消除了劳动中和社会关

系中的经济上的强制力量, 个人才能得到自由发展

(弗洛姆, 1955/1988, 欧阳谦 译, pp.345–346)。 

在政治上, 弗洛姆主张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为

几年一次的普选投票, 而应把民主原则切实贯彻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这个原则的基础是保证

所有人特别是工人和农民都能积极参与整个生产

和管理过程。现代民主社会的选举不能保证公民真

正参与决策。他只是在若干争夺选票的候选人之间, 

简单地表达他的偏爱。选举人除了表示同意或不同

意之外, 不能再做什么。民主制度有必要在现有普

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弗洛姆进一步提出“参与

民主制”的设想, 认为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所有成员

都能全面了解情况、自己做出判断、积极参与决策。

这在大众投票的气氛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这

一目标,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弗洛姆认为还是可

以做到的 , 例如可以建立成千上万的面对面群体 , 

每一群体 500 人左右。在这种群体中, 重大的问题

可以得到彻底的讨论, 成员之间能够相互接触和了

解, 那些非理性的蛊惑人心的因素很难左右人们的

思想。每个成员都必须掌握一切重要的信息, 对专

门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之后, 再投票表决。只有用人

本主义的管理来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 人们才能积

极负责地参与决策(弗洛姆 , 1976/1988, 关山  译 , 

pp.190–194)。弗洛姆的这种设想到了技术高度发达

的今天, 已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在文化上, 要建立一种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

础的人本主义伦理学, 把自古以来的人本主义理想

变成社会生活的具体准则, 并使这些准则成为人的

信仰, 即在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本

主义宗教, 这种宗教不是偶像崇拜, 而是这样一种

生活态度：“把人的一生献给生活的最高原则的实

现——这种最高原则就是爱和理性, 其目的是把人

造就成应该而且可能成为的那种人, 一个同上帝相

类似的人。”这里的“上帝”象征着充分实现了人的

潜能的全面发展的人(弗洛姆 , 1950/1988, 郑维川

译, p.110)。 

传统的威权主义伦理学以服从为最大的善, 不

服从为最大的恶, 视反抗为不可宽恕的罪行。人本

主义伦理学则主张“为了识别何为善何为恶, 就必

须懂得人性。”因为这种伦理学相信道德规范应该

以人性为依据。这样, 判别善恶的标准就在于是否

促进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 是否

促进了人的潜能的实现(弗洛姆 , 1947/1988, 孙依

依 译, pp.29–34)。 

传统的威权主义宗教把神视为无所不能和至

高无上, 人则被视为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 人面对

神只能服从、敬畏和崇拜。人本主义宗教则强调人

自身的力量, 将人视为生活的最高价值。人本主义

宗教的体验, 是个人与全体浑然一体的感受, 这种

体验建立在个人与世界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 建立

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上(弗洛姆 , 1950/1988, 郑维川 

译, pp.41–42)。当然, 弗洛姆并非要创立一种新宗

教并将自己视为教主, 他只是将人类文明传统的各

种宗教加以人本主义的诠释并将其发扬光大。 

4  弗洛姆启蒙思想的当代意义 

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三者之间的关

系与其说是基于理论逻辑的, 不如说是基于实际生

活的。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见于二战前欧洲特

别是德国, 消费主义主要见于战后的美国及各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三者对于具有悠久传统文化又处于

快速现代化并融于全球化过程的中国都具有一定

启发意义, 并且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回应当今一些西

方人士对中国崛起的警觉。从理论逻辑上的确难以

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但从心理机制上则可以更深

入地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以消极的、逃

避的即退行的方式、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不安全的

现实处境。威权主义借助于权力的力量, 民族主义

借助于国家(群体)的力量, 消费主义借助于物质占

有和感官满足, 都是通过依靠外力来获得暂时的安

全感。但由于都不是通过内在理性和爱的能力的成

长, 所以在弗洛姆看来也就都不是健康持久的获得

安全感的途径。这些方式只是为了克服不安全感, 

而真正健康的方式应该是得到安全感, 也就是致力

于理性和爱的潜能实现的个体化的方向, 这是一条

前行的不归路, 而不是朝向传统等级社会、朝向母

亲及其象征物、朝向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的方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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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里的健康与不健康, 积极与消极, 前行与退

行, 都应该被置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框架下

加以理解, 即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随着年

龄增长而成长, 不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没

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 反而固着在或退行到口

唇期、肛门期或性器期。极端的退行不仅是退行到

童年, 而且要退行到母亲的子宫(当然是心理上的、

象征性的)以克服不安全感。弗洛姆发展了弗洛伊

德的心理发展理论和病理学思想, 将其运用于揭示

社会现象的心理病理机制, 将传统等级社会、母亲

及其象征物、财富占有与消费视为朝向过去的、退

行方向的目标。 

弗洛姆去世 40 年了, 21 世纪的今天, 人的自由

没有增加, 不安全感也没有减少, 威权主义阴魂不

散, 民族主义狂飙突进, 消费主义愈演愈烈。我们

读他的著作, 完全没有隔世之感。对此, 我们应该

感到悲哀, 还是应该感到鼓舞？我们应该感到悲哀, 

因为弗洛姆所热爱的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他深切

的批判而明显变好; 我们也应该感到鼓舞, 因为弗

洛姆的著作远没有过时。当然, 世界历史发生了深

刻的改变, 弗洛姆深深忧虑的冷战结束了, 核威胁

大大减少了, 但新的国际冲突没有停歇过, 新冷战

正在形成过程中。“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表明, 尽管

面临压制、备受曲解, 启蒙运动的火焰一旦被点燃

就不可能再熄灭。启蒙运动至今仍然是人们挑战权

威、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 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灵感

之源 , 是做出改变的有效方法 , 是变革的价值准

绳” (伯恩斯, 2013/2019, 祝薪闲 译, p.8)。弗洛姆基

于启蒙价值即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原则, 结合他

对社会和人性的专业研究所提出的变革思想, 对于

21 世纪人类的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启发性。“弗洛姆

对我们共同人性的价值观深信不疑 , 这是我们向

21 世纪传递的重要信息。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

弗洛姆的所有观点, 但它们……为加深我们对人类

处境的了解提供了一种途径, 并指明了一些建设性

前进的路径” (Thompson, 2009, p.140)。 

弗洛姆的思想在 21 世纪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 

不仅在社会大众的生活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力, 而且

在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倒退、物质主义盛行的当

下 越 来 越 受 到 学 界 的 多 方 关 注 (e.g., Cichocka & 

Cislak, 2020;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McLaughlin, 

2019; Silver, 2019)。社会学学者 McLaughlin (2019)

指出, 在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 作为弗洛姆思想特

色的社会心理视角(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即整合

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视角, 尤其对当今社会科学

领域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在心理学界内部, 弗

洛姆无疑一直是精神分析传统的经典理论家, 近年

来 其 思 想 还 启 迪 或 催 生 了 一 系 列 实 证 研 究 (e.g., 

Carrasco & Bilal, 2016; Jasko et al., 2017; Golec de 

Zavala & Federico, 2018; van Tilburg et al., 2019)。

需要指出的是, 包括前文提及的研究在内, 这方面

多数的实证研究并非直接照搬弗洛姆的理论, 对其

进行检验, 研究者更多是在特定研究主题下引用弗

洛姆的观点作为提出假设的理论背景或依据之一

(e.g., Jasko et al., 2017; van Tilburg et al., 2019)。尽

管如此, 还是有不少研究者(e.g.,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更为直接地检验并扩展了弗洛姆的理

论观点, 有些成果还发表在了诸如《人格与社会心

理学杂志》这样的顶尖期刊上。这些研究更多地涉

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病理学的具

体主题, 而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至于弗洛姆的人

格 理 论 则 仍 然 在 当 今 的 教 科 书 中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Schultz & Schultz, 2005; 艾伦, 2006/2011, 陈英敏 

等 译), 这种人格理论正是弗洛姆对启蒙思想的科

学贡献。通过国际弗洛姆学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ociety)官网, 以及网站 Erich Fromm online, 

我们可以了解有关弗洛姆的著作和丰富的研究文

献、当代的研究者及其活动以及弗洛姆广泛的世界

影响。国际弗洛姆学会自 1985 年成立至今一直致

力于在社会科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宗教等领域推

进对弗洛姆思想的学术研究 , 官方出版物是年鉴

Fromm Forum, 有英语和德语两种版本, 1990 年至

今已经出版了 31 期, 主要刊发研究弗洛姆学术思

想的文章。自 1987 年起, 该学会组织来自哲学、心

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相继出版

了研究弗洛姆在教育、宗教与伦理、社会、精神分

析方面学术思想的专著 13 本。此外, 该学会不定期

召开国际弗洛姆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Research Conference) 、 国 际 弗 洛 姆 研 讨 会

(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 for Doctoral 

Students and Postdocs)。自 1995 年起, 该学会每年

颁发 the Erich Fromm Prize, 用以表彰那些在学术研

究或社会活动领域维护或复兴弗洛姆传统中的人

文思想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 曾获奖者中既有著作

等身的学者, 如著名哲学家 Noam Chomsky, 也有

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家, 如德国前内政部长

Gerhart Baum。该学会还在德国图宾根市建立了弗

洛姆研究所(Erich Fromm Institute Tuebingen),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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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放和管理弗洛姆文献遗产以及学会的出版物。

2016 年 12 月 13 日, 柏林国际精神分析大学(IPU)

的弗洛姆研究中心(Erich Fromm Study Center)成

立。该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促进对弗洛姆社会心理

思想和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并通过国际弗洛姆研究

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促进弗洛姆

社会心理思想研究的国际交流。本文前述相关研究

和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都是弗洛姆的思想所具有

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的表现。 

弗洛姆从其成名作《逃避自由》开始, 在长达

40 年的学术生涯中, 他的价值标准和学术使命始

终清晰而坚定。他是一位典型的启蒙学者。依据康

德的经典定义, 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未成年

蒙昧状态。因为人处于未成年状态简直是太安逸

了！启蒙则意味着要敢于认识, 敢于去发现, 毫无

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 , 并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 , 

进而将自己当作一个成人, 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康德 , 1784/2014, 张国敬  译 ; 康德 , 1784/1991, 

盛志德 译; 盖伊, 1995/2019, 刘北成, 王皖强 译, 

pp.13–14)。这就意味着 , 只要人还有提升的空间 , 

只要哲学家所说的“人的可完善性”仍然存在, 启蒙

运动就仍将在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 , 成 为 人 类 不 断 进 步 的 先 决 条 件 ( 伯 恩 斯 , 

2013/2019, 祝薪闲 译, p.9)。无论作为个人, 还是

作为人类, 一方面自我的成长永无止境, 另一方面

也要永无止境地去克服人性中倒退的力量。人一方

面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一个充分个体化的人, 另

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要退回到童年甚至婴儿。只要

这种矛盾存在着, 启蒙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弗洛姆

的理论也就会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继续给人

们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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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values of Erich Fromm’s 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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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rich Fromm’s 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theory integrated the basic elements of European cultural 

traditions, including rationalism, humanism, critical attitude, and Messianism. His main work was to analyze the 

people in his community and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lived, with the standards of rationalism and humanism and 

the methods of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and to explore the ways of achieving the ideal society and realizing 

human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of this work is enlightenment. As a humanistic philosopher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m inherited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ose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nd opened up a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existence debat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which, in turn, helped 

modern people overcome the inertia of human nature (i.e., regression toward a child state) and move toward 

rationality and independence. Grounded in the sense of insecurity that modern people experienced, Fromm 

deeply analyzed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authoritarianism, nationalism, and consumerism, and suggested 

a social reform progra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humanism. 

As mentioned, Fromm profoundly analyzed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the consequences that modern 

people relied on to alleviate or even eliminate their sense of insecurity by embracing authoritarianism, 

nationalism, and consumerism. Those behaviors and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constructs are seemingly 

becoming more serious nowadays, which highlights the depth and foresight of Fromm’s theory. Inspired by his 

theory,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relevant topics in Fromm’s psychology. The findings 

of those works provide new evidence supporting Fromm’s theory that the enlightenment values of his 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are still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challenges to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In his 40-year academic career, Fromm demonstrated how clearly and steadily his social values and 

personal academic missions were. Given his contributions, Fromm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enlightenment 

scholar. According to Immanuel Kant, enlightenment is defined a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ncurred 

immaturity.” It is so convenient to be immature! Enlightenment requires that we know what we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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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what we haven’t discovered, exercise the right to criticism without any constraint, endure the loneliness 

of independence, and then think of ourselves as mature and responsible human beings. Only if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indicated by philosophers exists and only if we human beings have room to improve will enlightenment 

continue to play its role in people’s self-realization and function as a premise of human development. Whether 

an independent person or human beings at large, self-growth never ends on one hand, and to overcome the 

regressive inertia of human nature never ends on the other. As long as this conflict exists, the task of 

enlightenment will never be completed, and, in this regard, Fromm’s 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theory will 

continue to inspire people with its unique values and perspectives. 

Key words  Erich Fromm, enlightenment, humanism, psychoanalysis, social reform 

 


